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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and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2 prefec-
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whether air pollution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and tak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s threshold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and air pol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rrent air 
pollution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while the lagging air 
pollution has a significant “forcing”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2)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ws a “broken lin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current air pollution on ecolog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creases, while the “forced” effect of lagging one period air pollution on 
ecolog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creases; 3)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aking the economic de-
velopment level as the threshold variable, the current air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y in-
novation show a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growth of economy, the air pollution in the 
current period first restrains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then has no significant ef-
fect, and finally starts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ir pollu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that lags behind the first stage is 
“broken line”, that is to say, the “forcing” effect of the air pollution that lags behind the first stage 
on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is continuously enhance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ppropriatel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i-
versific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reduce the cost burden of en-
terprises, so as to maximize the role of “coerc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courage the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technology as much as possible. In addi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not “one size fits all”, which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mote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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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创新被认为是解决环境污染与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本文根据2004~2016年中国272个
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空气污染是否促进了生态技术创新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分别将环境规制与经济发

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探讨生态技术创新与空气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 当期的空气

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作用为负，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逼迫”效应十分显著；2) 在
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折线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的强度

的上升，当期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扩大，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逼

迫”作用减小；3) 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条件下，当期的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U型”

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当期空气污染从显著地抑制生态技术创新到不显著，直至促进生态技

术创新；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折线型”关系，即滞后一期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

创新的“逼迫”效应不断增强；因此，政府制定环境规制应当适度，并且需要促进环境规制实现多样化、

市场化，减少企业的成本负担，从而使得环境污染的“逼迫”作用发挥的作用最大化，从而尽可能地激

励生态技术创新。此外，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还应当因地制宜，不应该实行“一刀切”，需要考虑与

地方的实际经济发展现状相结合，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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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正处于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日益恶化的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我国政府于 2013 年 9
月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 2020 年碳排放强度年均累计下

降 18%的目标。如何找寻有效的解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途径[1]。因此，有必要探究生态技术创新的促进机制，检验

我国生态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目前关于生态技术创新减排治污效应以及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多[1]，
但是往往忽略了此类技术创新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响应[2]，即雾霾是否“逼迫”了生态技术创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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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中国 272 个地级市 2004 年至 2016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空气污染对生态技

术创新的“逼迫”效应，以及其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2. 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日益严峻，其中雾霾作为空气污染的常见

形式，更是呈现出频率高、范围大、常态化等特点。在这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无疑是解决污染问题的重

要手段[3]。此外，面对环境的恶化等生态问题，有效的环境规制也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

创新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分歧。传统的经济学认为，环境保护必须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

环境规制带来的企业成本的增加，妨碍了厂商提高生产率以及市场竞争力，并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技

术创新[4]。 
然而波特提出的“波特假说”对传统的观念发起了挑战[5]。“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虽然提高了

厂商的生产成本，但也能够产生“技术补偿效应”与“学习效应”，并且适度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技术

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其次，波特等学者还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生产率的作用关系进一步

论证了“波特假说”内在机制[1]。国际上与国内有大量学者对“波特假说”进行了相关的检验。Jaffe 和
Palmer [6]对美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研发与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影响作

用。Domazlicky [7]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化工业生产率的作用，得出了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

业生产率的提高的结论。除此以外，国际上也有学者的研究并不支持“波特假说”的成立。Conrad 和

Wast (1995) [8]通过对德国重污染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较小，甚至对部

分产业的生产率产生了负面作用。Lanoie、Patry 和 Lajeunesse (2001) [9]通过对加拿大制造业数据的分析，

发现短期内环境规制会降低生产率。 
中国国内也有着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各异。赵红[10]实证分析了在我国

制造业企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波特假说”。沈

能和刘凤朝[11]的实证分析结果揭示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地区异质性结果：“波特假说”在中国东部

得到了支持，但是在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无法验证。张成等[12]、李斌等[13]、李玲和陶峰[14]蒋伏心

等[15]、王杰和刘斌[16]等学者则验证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环境

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着“U 型”或“倒 U 型”关系，即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其对技术创

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有可能存在“折线型”关系，虽然环境

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单向的，但是其影响系数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而改变。此外黄德春和刘

志彪[17]、王兵等[18]、解垩[19]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波特假说”的成立并不具有确定性。 
在技术创新中，生态技术创新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恶化的挑战中占据着关键地位。相比于

其他技术创新，生态技术创新更加新颖、多样，且具有不确定性[20] [21]。目前关于生态技术创新减排治

污效应以及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多，但是往往忽略了此类技术创新对于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响应。

Hsin-Ning Su 和 Igam Maoniba [2]实证分析了 70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技术创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不同类型的温室气体指标所产生的异质性作用。王为东等[22]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中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中国低碳技术创新响应了气候变化的趋势。考虑到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

污染的同根同源性[23]，且空气污染更加容易引起民众以及企业的环保意识，从而能够对相关领域的技术

创新起到促进作用，本文使用 PM2.5 表征中国的空气污染，Y02 专利技术代表生态技术创新，并且构建

门槛模型，探究我国日益恶化的大气污染是否“逼迫”了生态技术创新的发展。除此之外，本文通过选

择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在不同的条件下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之间可能存在

的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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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构建 

3.1. 门槛模型的构建 

考虑到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引入 Hansen [24]提出

的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该模型通过设置门槛变量，建立分段函数来检验各个指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门槛面板模型能够自动地识别以及确定门槛值。考虑到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之间可能

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以空气污染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生态技术创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建立以环境

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回归模型： 

( ) ( )0 1 1 2 1

1 2 3 4

02 ln ln ln ln
ln ln ln it

Y PM I er PM I er
pgdp er sec FDI

β α γ α γ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
               (1) 

( ) ( )0 1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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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2) 

其中，Y02 代表生态技术创新，PM 代表空气污染，pgdp 为人均 GDP，er 为环境规制，sec 为产业结构，

FDI 为城市开放度， 0β 为常数项， itε 为随机干扰项； 1γ 为门槛值，I 为响应变量，其后括号内的条件成

立时，则 I 取 1，否则取 0； 1α 、 2α 为估计的门槛效应值，代表各分段函数内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

之间的系数。考虑到具体门槛数量并不确定，本文进一步构建多重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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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此外，考虑到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响应效应可能存在滞后，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空气污染(PM)滞
后一期，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分别构建单一门槛以及多重门槛模型，具体函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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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的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生态技术创新(Y02)。本文以 2013 年美国和英国联合颁布的合作专利分类法(CPC)中 Y02 分类申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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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数来衡量[2]，并且只计算中国人在国内申请的专利。Y02 专利囊括了具有缓解气候变化潜力的各类技

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专利并不等同于创新，特别是未得到实际应用的专利，但是专利能够较好地反

映创新技术层面的情况[2]。 

3.2.2. 核心解释变量 
空气污染(PM)。本文以雾霾即 PM2.5 浓度数据来表征各个地区的空气污染。参考邵帅的相关研究[3]，

本文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全球 PM2.5 浓度卫星监测数据[25]，该数据能够

较好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程度。此外本文考虑到技术创新研发的滞后性，构造了空气污染的滞

后一期数据(L.PM)。 

3.2.3. 控制变量 
1) 经济发展水平(pgdp)。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到经济发展对需求

的拉动从而促进技术创新，以及经济质量提高带来公众对于环保、绿色产品的需求，本文预期其对生态

技术创新的作用为正。 

2) 环境规制(er)。本文参考国内相关学者的计算方法[26]，通过构造综合污染逆指数来表征环境规制。

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首先计算综合污染指数(INDEX_P)： 

( )
3

,
272

1 ,1

_1_
3 _

l it it
it

l l it iti

INDEX P Y
INDEX P

INDEX P Y=
=

= ∑
∑

 

其中 1_INDEX P 、 2_INDEX P 、 3_INDEX P 分别代表各个城市工业粉尘、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itY 代表各个城市工业总产值。 
再计算综合污染指数的逆指数，即环境规制(er)： 

1
_it

it

er
INDEX P

=  

考虑到波特假说的相关内容，本文预期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对生态技术创新产生促进作用。 
3) 产业结构(sec)。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该地区的生产总值来表示产业结构。本文预期产业结构的

转型升级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作用为正。 
4) 开放度(FDI)。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来表示各个地区的开放程度。本文预期开放度能够拉动生态技

术创新的增长。 
5) 政府支持(gover)。本文用科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比重来表示政府对技术创新

的支持力度。 

3.2.4.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文根据 2004 年~2016 年中国 272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部分城市因数据缺失不予考虑)。

其中 Y02 专利数据来自 Incopat 专利数据库，人均 GDP、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等数据来自历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其次，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本文以 2004
年为基期，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不变价处理，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GPI)进行平减

处理；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历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此外，本文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化处

理以消除异方差影响。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3045


倪文立 

 

 

DOI: 10.12677/sd.2020.103045 373 可持续发展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态技术创新(Y02) 3536 161.3102 438.8228 0 4972 

空气污染(PM) 3536 3.514137 0.4944793 1.50787 4.5098 

环境规制(er) 3536 5.14e+07 6.72e+08 29029.1 2.80e+10 

经济发展水平(pgdp) 3536 3.033679 3.302612 0.113984 37.4056 

产业结构(sec) 3536 36.7563 8.732276 11.05 85.34 

开放度(FDI) 3536 58,287.68 143142.1 12.8188 2,600,000 

政府支持度(gover) 3536 0.1981066 0.0466351 0.015814 0.497399 

4. 实证结果 

4.1. 门槛模型的选择 

本文参考 HANSEN [24]的相关研究，首先根据门槛效应检验对具体的门槛模型进行选择。具体检验

结果如表2与表3所示。由结果可知，无论核心解释变量是空气污染(lnPM)还是空气污染的滞后项(L.lnPM)，
当门槛变量为环境规制(lner)时，单一门槛效应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双门槛效应与三门槛效应都不

显著；当门槛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时，双门槛效应都在 5%的水平上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三门槛效应不显著。因此，当门槛变量是环境规制(lner)时，本文选择单一门槛模型进行分

析；当门槛变量是经济发展水平(lnpgdp)时，本文选择双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Table 2. Threshold effect test (1) 
表 2. 门槛效应检验(一) 

核心解释变量：lnPM 

门槛变量 门槛效应 F 值 P 值 
临界值 

90% 95% 99% 

lner 

单一门槛 70.86** 0.0175 41.5287 49.5535 88.1868 

双门槛 13.14 0.6225 33.9635 43.8415 77.5539 

三门槛 14.82 0.5250 31.3054 40.1755 48.8888 

lnpgdp 

单一门槛 770.23*** 0.0000 32.6019 40.1105 57.0408 

双门槛 369.16** 0.0300 52.4391 64.1934 765.1101 

三门槛 158.25 0.3000 294.7220 367.6464 450.924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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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reshold effect test (2) 
表 3. 门槛效应检验(二) 

核心解释变量：L.lnPM 

门槛变量 门槛数 F 值 P 值 
临界值 

90% 95% 99% 

lner 

单一门槛 71.53** 0.0175 43.2114 53.0460 83.3335 

双门槛 16.56 0.4750 34.2732 43.1720 68.9685 

三门槛 13.50 0.5725 30.3077 36.6228 48.8493 

lnpgdp 

单一门槛 783.72*** 0.0000 32.7015 39.0046 57.9022 

双门槛 389.30** 0.0325 53.7761 66.3958 895.7616 

三门槛 158.47 0.2850 292.8597 351.5630 448.149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4.2. 门槛值估计 

接着本文对相应模型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并且给出各个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具体结果如表 4 与表 5 所

示。对于两个核心解释变量来说，由于它们的差别仅仅是当期与滞后一期，它们所分别对应的两个门槛

变量的门槛值是相同的。其中，当门槛变量为环境规制(lner)时，采用单一门槛模型，门槛值 1γ 为 16.5177。
当门槛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lnpgdp)时，采用双门槛模型，门槛值 1γ 、 2γ 分别为 1.8123 和 2.4070。 
 
Table 4. Threshold effect estimates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表 4. 门槛效应估计值与置信区间 

核心解释变量：lnPM 

门槛变量 门槛数量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lner 门槛值 1γ  16.5177 [0.0331, 0.0508] 

lnpgdp 
门槛值 1γ  1.8123 [0.0523, 0.0558] 

门槛值 2γ  2.4070 [0.1311, 0.1300] 

 
Table 5. Threshold effect estimates and confidence intervals 
表 5. 门槛效应估计值与置信区间 

核心解释变量：lnPM 

门槛变量 门槛数量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lner 门槛值 1γ  16.5177 [0.0536, 0.0508] 

lnpgdp 
门槛值 1γ  1.8123 [0.0523, 0.0558] 

门槛值 2γ  2.4070 [0.1311, 0.1300] 

4.3. 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根据前文的门槛效应检验以及门槛值故居。本文基于固定效应，对各个门槛模型系数进行估计。本

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空气污染(PM)以及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L.PM)，分别对应两个门槛变量环境规制

(lner)与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因此，本文一共构建四个面板数据门槛模型具体的估计系数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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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Specific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threshold model 
表 6. 门槛模型具体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npgdp 225.563*** 

(4.87) 
125.2537*** 

(3.92) 
234.2148*** 

(4.96) 
131.1168*** 

(4.06) 

lner 59.4139** 
(2.87) 16.2965 (1.47) 56.8583** 

(2.67) 
14.7669 
(1.36) 

sec 17.96747*** 
(4.63) 

11.30843*** 
(4.40) 

18.15075*** 
(4.67) 

11.28174*** 
(4.39) 

lnFDI 12.54505 
(1.30) 

10.24103 
(1.22) 

11.18037 
(1.15) 

9.055061 
(1.08) 

gover 264.0499 
(0.82) 

86.19673 
(0.38) 

302.7763 
(0.95) 

126.586 
(0.55) 

lnPM_lner_1 −177.5516*** 
(−3.44) − − − 

lnPM_lner_2 −217.2614*** 
(−4.00) − − − 

lnPM_lnpgdp_1 − −157.4182** 
(−3.11) − − 

lnPM_lnpgdp_2 − −32.08636 
 (−0.58) − − 

lnPM_lnpgdp_3 − 213.0744* 
(2.29) − − 

L.lnPM_lner_1 − − 92.76403** 
(3.14) − 

L.lnPM_lner_2 − − 55.19753* 
(1.91) − 

L.lnPM_lnpgdp_1 − − − 64.68204** 
(2.82) 

L.lnPM_lnpgdp_2 − − − 189.3027*** 
(5. 5.26) 

L.lnPM_lnpgdp_3 − − − 435.5167*** 
(5.41) 

constant −1055.264*** 
(−2.25) −235.7372 (−0.94) −1969.992*** 

(−3.75) 
−990.3131*** 

(−3.9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 

4.3.1. 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 1 是以环境规制(lner)为门槛变量，当期空气污染(PM)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单一门槛模型。其中环

境规制(lner)的门槛值为 16.5177。当环境规制未迈过这一门槛时，当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

响系数显著为负(−177.5516)，即生态技术创新未能响应环境的恶化，且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抑制了

低碳技术的发展。而当环境规制迈过门槛值(16.5177)之后，可以发现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抑制效

应进一步扩大(−217.2614)。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的存在，企业负担着较高的成本，再加

上空气污染造成的种种负面影响，企业的创造活力被削弱，从而进一步带来了生态技术创新能力的下降。 
模型 2 是以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为门槛变量，当期空气污染(PM)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双门槛模型。在

该模型下，随着门槛变量的增加，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U 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

的地区，空气污染抑制了生态技术创新的进步，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迈过第一个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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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值(1.8123)，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抑制效应的系数减小(−33.02067)，且不再显著；当经济发展水平

迈过第二个门槛值 2.4070，雾霾指数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开始显著为正(212.3885)，且在 10%的水

平上显著。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生态技术创新能够响应当期的空气污染。经济质量高的

地区，往往具备更高的科学技术研发水平，且具备较高的市场应用配套能力，因此在该地区，研发部分

能够更快地响应当前的生态环境的变化，即当期的空气污染对政府、企业产生了“逼迫”作用，从而促

进生态技术创新水平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逼迫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不能完全显现出

来，只是表现为空气污染负面影响的减弱。 
模型 3 是以环境规制(lner)为门槛变量，滞后一期空气污染(L.PM)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单一门槛模型。

与当期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的关系不同，无论环境规制的强度大小，生态技术创新都响应了空气污

染，即空气污染始终促进生态技术创新的进步。此外，在该模型下，滞后一期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

呈现“折线型”关系。当环境规制未迈过门槛值(16.5177)时，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作用在 5%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92.76403)。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当环境规制迈过门槛值(16.5177)时，生态技术创

新对空气污染的响应系数减弱(55.19753)，且显著性水平降为 10%。这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生

态技术创新的响应系数未能提高。 
模型 4 是以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为门槛变量，滞后一期空气污染(L.PM)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双门槛模

型。同样地，生态技术创新始终能够响应上一期的空气污染。其次，与当期空气污染的门槛模型类似，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空气污染对技术创新的响应也相应地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未迈过第一个门

槛值 1.8123 时，生态技术创新对空气污染的响应指数是 65.03122，并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紧接着，

当经济发展水平位于第二阶段即两个门槛值中间时，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提高到

189.8013，并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最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即经济发展水平迈过第二个门

槛值(2.4070)时，生态技术创新对空气污染的响应系数进一步扩大为 436.3805，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

由此可这，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条件下，生态技术创新与空气污染呈现“折线型”关系。这其中的

原因与模型相似，即一个区域的经济越发达，民众或者企业对于环境恶化与气候变化的关注就越大，从

而造成一定的“环境压力”，表现为雾霾对生态技术创新的“逼迫”作用。 

4.3.2. 控制变量 
1) 经济发展水平(pgdp)。在四个门槛模型中，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都在 1%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除了因为需求拉动效应促进了生态技术创新之外，民众以及企业对生

态环境的日益重视，也能够对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的作用。  
2) 环境规制(er)。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发现，环境规制作为一般的控制变量时，对生态技术创

新的影响系数为正，指出了“波特假说”。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条件下，空

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增强或者生态技术创新对空气污染的响应系数减小。可能的原因是在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条件下，生态技术创新的进步，不仅仅来源于空气污染的“逼迫”，更多的可能是由

于环境规制的压力。 
3) 产业结构(sec)。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在 4 个模型中，产业结构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作用都为正，且

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带来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向高效率生产部门的转移

[27]，从而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与进步。 
4) 开放度(FDI)。由外商直接投资表征的城市开放度对生态技术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但在统计学意义

上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外资的进入，引起的“竞争效应”抵消了技术溢出带来的“流

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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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支持(gover)。在本文的实证结果中，政府支持力度对技术创新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

原因是政府对于市场研发活动的支持存在一定的脱节，并且与企业的具体研发行为产生冲突[28]。 

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将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来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模型全部采用 Y02 分类申请专利数来

表征生态技术创新。本文参考鄢哲明的做法[29]，提取出 Y02 分类申请专利中的清洁技术创新(clean)，作为

更加低碳环保的生态技术创新，并且构建与上文相同的门槛回归模型。其中模型 1 模型 2 的核心解释变量

是当期空气污染(PM)；模型 1 模型 2 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当期空气污染(L.PM)。回归结果见表 7、表 8。 
 
Table 7. Specific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threshold model (1) 
表 7. 稳健性检验门槛模型具体的估计结果(一)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lnpgdp 57.8915*** 4.24 31.02407*** 3.93 

lner 16.38308** 2.49 6.320084* 1.75 

sec 4.701537*** 3.94 2.856752*** 4.47 

lnFDI 2.725101 1.19 2.352798 1.13 

gover 75.74813 0.79 25.94514 0.41 

lnPM_lner_1 −40.90489** −3.18 − − 

lnPM_lner_2 −49.2766*** −3.59 − − 

lnPM_lnpgdp_1 − − −35.13218** −2.64 

lnPM_lnpgdp_2 − − −4.742117 −0.32 

lnPM_lnpgdp_3 − − 65.45424* 1.84 

constant −319.1234** −2.04 −106.4419 −1.15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Table 8. Specific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threshold model (2) 
表 8. 稳健性检验门槛模型具体的估计结果(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lnpgdp 60.27849*** 4.31 32.35885*** 4.04 

lner 15.62202** 2.44 5.854463 1.64 

sec 4.771837*** 3.99 2.846661*** 4.48 

lnFDI 2.442825 1.06 2.09092 1.00 

gover 84.26764 0.89 34.03653 0.54 

lnPM_lner_1 28.11484*** 3.27   

lnPM_lner_2 20.25067** 2.33   

lnPM_lnpgdp_1   21.13496** 3.17 

lnPM_lnpgdp_2   51.72526*** 5.70 

lnPM_lnpgdp_3   122.5731*** 3.95 

constant −554.6533*** −3.25 −297.4703*** −3.29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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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稳健性检验模型中各变量的系数以及显著性与原模型十分相近，仅有少处存在差异。在

稳健性检验模型中，当期空气污染(PM)对清洁技术创新(clean)的影响：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当

期空气污染(PM)对清洁技术创新(clean)的影响呈现出“折线型”关系，在以经济发展为门槛变量时，当

期空气污染(PM)对清洁技术创新(clean)呈现出“U 型”关系；滞后一期空气污染(L.PM)对清洁技术创新

(clean)的影响：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滞后一期空气污染(L.PM)对清洁技术创新(clean)的影响呈现

出“折线型”关系，空气污染的“逼迫”效应减弱；在以经济发展为门槛变量时，滞后一期空气污染(L.PM)
对清洁技术创新(clean)呈现出“折线型”关系，空气污染的“逼迫”效应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强。稳健

性检验的结果与上文中的模型十分近似，因此可以说明本文设定的单一门槛与双门槛模型具有稳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04 年至 2016 年中国 272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以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量，

构造出生态技术创新对空气污染响应系数的非线性门槛模型。结合具体的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发现：

1) 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当期的空气污染会显著地一直技术进步，但

是生态技术创新对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十分响应。2) 结合门槛模型，本文发现，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

量的维度上，空气污染与生态技术创新呈现“折线型”关系，即当期的空气污染对技术创新的负作用随

着环境规制的强度增强而扩大，这反映了从整体上来看，高强度的环境规制那么促进绿色技术的进步。

3) 在以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量时，当期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会由负转正，呈现“U 型”

关系，而滞后一期的空气污染对生态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则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强。 
结合上述的研究结果，本文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 首先，生态技术创新对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环

境恶化情况的响应存在滞后，并且当期的环境污染不仅不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相反地会因为带来企业

成本的增加从而抑制对生态技术创新的研发。这就要求政府以及企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对相

关领域技术研发工作的统筹规划，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领域的相关技术创新给予补贴、奖励等激励措施。

2) 其次，通过上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环境规制作为控制变量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作为门

槛变量时，随着规制强度的上升，生态技术创新会受到负向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可盲目提高环境规

制强度，避免对企业造成过大的成本负担，从而抑制技术的进步；3) 此外，考虑到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

量时，生态技术创新在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响应空气污染，这就要求政府“因地制宜”制定环境规

制政策[30]，确保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数据的制约，本文在构建环境规制时采用

的是环境污染指标的逆指标，存在一定的不足。考虑到环境规制的多样性，接下来的研究可以纳入对排

污费、污染治理支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等环境规制，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异质性

影响。此外，本文仅仅从全国层面上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没有进一步划分区域探讨空气污染对生态技

术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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